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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

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ＣＦＰＳ 六期的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创业的性别差异问题， 结果显示， 中

国男性创业比例持续高于女性， 但这一差异逐期收敛。 应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

（ＧＰＳＭ） 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同群效应的 “反射” 问题。 分析认为， 同群效应不仅对创

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而且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从不同世代的角度

来看， 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行为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和性别趋同性， 女性创业受到母亲

行为的影响更大， 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响更大； 从同世代的角度来看， 女性创

业主要受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响， 男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
且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 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呈现先递增

后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因此， 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是短期的。 异质性分析

表明， 在生存型创业中， 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 在机会型创业中

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性主导型行业中， 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
而女性主导型行业中， 创业的同群效应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导致

的自选择问题后， 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政府应重视创新创业， 推进信息和资源的

共享性， 同时， 中国劳动力市场激励机制设计应着眼于从结构上提高人力资本和行业

的匹配度， 实现创业性别结构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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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创业的就业

联动效应，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创业不仅是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有力补充， 而且可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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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就业岗位， 有利于提高社会不同群体的就业率。 随着女性成为创业经济的中坚力量，
创业的性别差异问题引起了实践界和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女性创业是指由女性创立并担任创

业企业的主要管理者角色。 据统计， 全球约 ２. ７４ 亿女性正在创办或经营企业①。 全球创业观

察组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ＧＥＭ） 的报告指出， 过去 ２０ 年创业的性别不平等

发生了较大的改善， ２００１ 年女性创业参与率只有男性创业的 ５０％， 而 ２０２２ 年女性创业的参

与率达到了男性创业的 ８０％②。 ２０２２ 年， 中国性别平等指数为 ０. ６８２， 在经济活动机会和参

与方面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善③。 中国女性创业者的数目和质量都在飞速提升， 女性就业领

域也得到了极大扩展， 创业的性别比率接近于 １， 是亚洲性别差异最小的国家④。 应用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的数据， 图 １ 统计对比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创业的性别比例， 结果显

示， 中国在过去的近 １０ 年中， 男性创业比例持续显著高于女性， 但是差异逐年缩小。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创业的性别比

从宏观视角来看， 劳

动力市场中女性参与活动

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相关

联， 市场竞争性可以提高

生产率， 经济决策中女性

活动的增加， 本质上就是

稀缺资源 （人力资本） 的

有效分配［１］。 在美国， 这

一资源分配的优化促进经

济 增 长 提 高 了 ２０％—
４０％［２］。 从 微 观 视 角 来

看， 越来越多的商业案例证明女性也是 “人才池 （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ｏｏｌ） ” 的来源， 生产率高的女性

的投资回报更高， 且人力资本的多样化可以实现更好的决策和更高的生产率。 相反的， 性别

不平等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而持续性的无效资源配置， 即女性劳动的低回报率会导致

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３］。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创业的性别差异研究相对有限， 但是大都肯定

了中国女性平均创业率低于男性［４－７］。 基于此， 本研究应用同群效应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

中创业性别差异的特征， 旨在回答为什么一些人能够成为创业者？ 为什么中国创业的性别差

异逐年下降？ 同群效应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表现形式是什么？ 研究的现实意

义在于， 通过激发中国劳动者创新创业的内生动力， 进而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改善创业外

部环境的政策实施提供助力； 同时， 保障女性从更平等、 更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活动

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推动释放性别红利。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１. 同群效应及其识别方法

由于人们的活动具有社会性， 行为和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和群体的影响， 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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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全球创业观察———女性创业报告 ２０２１》。
数据来源： 《花旗 ＧＰＳ———女性创业者 ２０２２》。
数据来源：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２０２２》。
数据来源： 《全球创业观察———女性创业报告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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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群效应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 社会学以及公共经济学等领域中有大量的

研究聚焦于同群效应的作用。 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社会规范和社会互动： 一方面，
同群效应会在特定群体内部形成行为规范， 进而影响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决策行为［８］； 另一

方面， 劳动者在工作环境中的交流和互动会影响生产率， 对生产率低下的劳动者可以产生激

励作用 （即 “同群压力” ）， 这也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外溢 （即 “外溢效应” ）， 最终实现

生产率的进步。 同群压力意味着劳动者面临经济利益和社会激励的双重压力， 可以缓解

“搭便车” 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９－１０］。 也有学者指出， 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也可以通过互补

性、 社会学习以及风险分担等来实现［１１－１２］。
均值线性模型是最广泛应用于同群效应识别的方法。 但不可观测因素的关联性可能导致群

体间的相关性， 例如群体选择的内生性， 此外， 由于研究主体间互动存在联立性， 也很难区分

群体行为 （又称内生同群效应） 和群体特征 （又称外生同群效应） 的影响， 即样本选择问题

和反射问题是同群效应识别面临的两大挑战［１３］。 布拉穆莱 （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 等从空间经济学的视

角拓展了线性均值模型， 即主体存在各自的对照群体， 这些同群个体的平均产出和特征可以影

响研究的主体， 因此通过直接的社会网络形成社会互动结构， 在此结构中存在自然的排斥机

制［１４］。 在忽略关联效应的前提下， 可以通过同群的同群来实现对内生同群效应的识别， 或使

用合理的工具变量［１５－１６］。 此外， 非线性模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反射问题［１７］。
２. 创业的同群效应研究与理论假设

近年来， 劳动经济学相关文献开始强调社会网络的重要性， 认为个体行为通过间接和直

接方式与其邻里以及同伴相互关联， 个体行为本身就是共同知识和信息， 就业信息、 知识的

传递以及工作或者劳动行为的模仿与学习是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渠道。 创业网络不仅可以提

高资本、 劳动、 技能、 信息、 咨询建议和机会的可获得性， 也有利于风险的分摊， 因此， 创

业网络是个体创业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１８］。 同群效应是创业网络重要的作用机制， 国内外

学者针对创业的同群效应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虽然少数研究也指出创

业的同群效应可能会降低个体创业率， 有创业背景的同群比例越高会降低没有创业背景的个

人创业率， 其原因在于同群效应显著降低了失败创业者的比例， 但是对成功创业者的比例却

没有显著影响， 因而最终导致总体创业率下降［１９］。 更多的研究肯定了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

的正向作用， 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榜样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１０，２０］。 在工作场所中， 有曾经创

业经历的同事会增加其个人创业的概率［２１］。 同群者的流动经历和创业经历对创业者的创业

认知和创业资源的整合能力具有积极作用［２２－２３］。 同群效应作用的主要途径包括社区邻里互

动、 个体对创业机会和风险等问题的认知， 以及榜样与模仿行为等方面。 根据经济学理论，
创业行为是个人的理性决策， 风险成本和风险收益并存。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１。

Ｈ１： 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同群效应不仅反映在地理和空间位置上， 也反映在时间的代际存续上， 不同世代之间同

样存在信息流动和榜样示范， 因此父母也是子女重要的同群主体。 研究发现， 一些人能够成

为创业者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来自父母的遗传因素， 父母创业可以增加子女成为创业者的概率

约 ３０％—２００％［２４－２８］， 具体区分为遗传先天因素 （生物学父母的创业状态） 和后天培养因素

（收养父母的创业状态）， 生物学父母的创业反映了基因遗传对子女创业的影响， 即基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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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显著增加了子女的创业概率。 基于此， 很多研究论证了父母创业行为作为子女创业工具变

量的合理性［２９－３０］。 一些学者从遗传学和生物学的基因因素方面解释了创业的性别差异［３１－３２］，
发现遗传基因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 其主要通过提高资本累积和组织的能力、 增强创

业意愿和未来创业偏好来影响个人的创业行为［３３－３４］， 父亲和母亲对女儿和儿子的影响存在

差异［２４］。 因此， 本文从时间或者世代的维度对同群效应的特征提出假设 ２。
Ｈ２： 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行为存在代际间的传递效应， 且具有性别趋同性， 即女性创

业受母亲行为的影响更大， 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响更大。
已有关于创业性别差异的持续性及其原因的解释， 主要包括： 由于性别之间存在偏好和

自信能力的差异， 在面临竞争性和创新性工作或项目时， 女性比男性表现更差， 女性往往规

避竞争型且偏好合作型， 这最终导致男性和女性职业发展差异具有持续性［３５］。 一些研究证

明， 同群效应在小的群体中对创业的影响比在大的群体明显更大， 因此同群效应的性别内部

同群效应大于性别之间［３６］。 现有经验研究证明了同性别榜样效应的存在， 且人们倾向于近

距离或同性别行为榜样， 远距离或著名的创业者对个人创业行为几乎没有影响［３７－３８］。 从性

别差异的视角来看， 劳动力市场中， 女性偏好互助协作型职业， 而男性偏好相对独立性工

作， 女性更为社会性且需要归属感， 因此， 同群效应对女性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９，３９］。 同群

效应的行为榜样效应对创业认知阶段的影响大于实施阶段， 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

性［４０－４１］。 同群效应不仅存在父母与子女代际之间的性别趋同性， 同世代之间也存在性别差

异性， 据此提出假设 ３。
Ｈ３： 创业的同群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

响， 男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 且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
社区内同类群体 （或种族） 的就业比例越高， 社区就业率对个体就业率和就业收入的

积极影响越大［４２］。 已有研究指出， 同群效应来源于群体互动， 信息的外溢和共享强化了同

群效应， 但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门槛值， 当同群变量低于该门槛值时， 同

群效应不显著； 当同群变量高于该门槛值时， 同群效应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因此， 同群效应

具有门槛和非线性特征［４３－４６］， 社会互动缩短了社会距离， 对同群效应有正向影响， 当个体

从事劳动交换等行为挤占社会互动时间时， 同群效应会降低［４７］； 此外， 同群效应存在饱和

性 （或 “天花板效应” ）， 当同群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 可以为同群个体行为决策提供信

息， 随着同群比例的提高， 信息产生冗余， 边际价值递减且无效［４８］。 同群的创业比例低于

阈值， 社会互动和信息外溢对个人创业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同群创业比例的提高， 信息逐渐

饱和甚至冗余因而会价值递减， 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的正向效应影响边际递减。 对此， 本文

提出假设 ４。
Ｈ４： 创业的同群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 即随着创业比例的提高， 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

决策的影响边际递增， 达到一定的阈值后边际递减。

　 　 三、 变量、 数据与实证策略

１. 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应用了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六轮调查数据， 该数据覆盖了全国 ２５ 个省份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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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９５％以上人口， 同时也使用了中国人民银行以及 《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年份的数据以

控制样本的地区固定效应， 形成包括个人、 家户及其所在地域的层级数据。 主要被解释变量

“创业或自营” 属于 ０—１ 二分类离散变量。 在 ＣＦＰＳ 数据中， 对社区 ／村一级的样本创业行

为进行统计后可以计算出同社区 ／村的平均创业比例， 同时去除受访样本， 构建了分性别的

样本同群效应指标如下：

Ｅｎｔ ｆｋ－ｉ， ｔ ＝
１

Ｎ － １∑
Ｎ

ｎ≠ｉ
Ｅｎｔ ｆｋｎｔ 　 ｋ ＝ ｆ， ｍ （１）

Ｅｎｔｍｋ－ｉ， ｔ ＝
１

Ｎ － １∑
Ｎ

ｎ≠ｉ
Ｅｎｔｍｋｎｔ 　 ｋ ＝ ｍ， ｆ （２）

　 　 式 （１） 代表样本女性所在社区 ／村的女性创业比例 （ ｋ ＝ ｆ ） 和男性创业比例 （ ｋ ＝
ｍ ）， 式 （２） 代表样本男性所在社区 ／村的男性创业比例 （ ｋ ＝ ｍ ） 和女性创业比例 （ ｋ ＝
ｆ ）， 式 （１） 和 （２） 是反映同群效应的关键解释变量。

表 １ 的统计结果显示， 女性创业比例低于男性， 但是男性的创业比例逐年下降， 两者的

差距趋于收敛； 类似地， 所有样本的父亲创业比例显著高于母亲。 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每一

轮调查连续参访的个人进行匹配后， 本研究最终获得 １１８１０ 个连续六年参与受访的样本， 主

要样本特征如表 １ 所示。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 （年龄、 教育和婚姻状态） 以及家庭特征

（人均住房面积、 赡养比、 商业保险支出、 家庭资产水平）； 为了控制外生同群效应 （情景

效应）， 模型也纳入样本的地区层面特征， 包括城镇地区、 人均小额贷款余额、 人均 ＧＤＰ 和

地理区位， 用于反映城乡差异、 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程度以及地区经济发展

程度。
２. 实证策略与研究设计

（１）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 （ＧＰＳＭ）。 在 ＣＦＰＳ 调查数据的六期数据中， 男性创业人数占

总创业人数的 ６１％， 女性创业者人数少于男性创业者。 个体所在同社区 ／村的创业比例并非

是随机事件， 存在自选择偏误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为了控制内生性， 研究考虑使用匹

配法来获得除了性别和年份以外所有个体和家户特征相似的实验样本， 那么两组配对样本之

间的创业率平均差异本质上是一个非参数估计量———平均处理效应， 由此可以获得创业性别

差异的稳健估计值。
但是， 与传统二元处理变量不同的是， 同群创业比例属于连续性变量， 取值区间为

［０， １］，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适用于此类连续型变量的效应评估。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具体实

施过程如下。
首先， 在给定协变量 Ｘ 的情形下估计处理强度 （即同群创业比例） 的条件期望［４９］：

Ｅ（Ｔｉ ｜ Ｘ ｉ） ＝ Ｆ（β′Ｘ ｉ） （３）
　 　 由于同群创业比例不能满足处理变量的正态性分布， 式 （３） 假设了同群创业比例的指

数族分布的公共形式， 并使用广义线性回归的 Ｇａｍｍａ 连接函数来拟合同群创业比例的条件

概率密度， 从而获得连续型变量的预测倾向得分———广义倾向得分 Ｒ ｉ ＝ ｒ（Ｔｉ， Ｘ ｉ）。
其次， 根据处理强度 Ｔｉ 和广义倾向得分值 Ｒ ｉ 构造估计同群创业比例的条件期望：

Ｅ（Ｙｉ ｜ Ｔｉ ＝ ｔ ｉ， Ｒ ｉ ＝ ｒｉ） ＝ Φ（Ｔｉ， Ｒ ｉ， Ｔ２
ｉ ， Ｒ２

ｉ ， ＴｉＲ ｉ） （４）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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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被解释变量

创业或自营 ０. １０３ ０. １６１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９ ０. ０９５
（０. ３０４） （０. ３６７） （０. ３１５） （０. ３１０） （０. ３１２） （０. ２９３）

关键解释变量

同群女性创业比例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５）

同群男性创业比例 ０. １１４ ０. １４２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６９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０）

工具变量

男性父亲创业比例 ０. １０３ ０. １１９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
（０. １６６）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７）

女性父亲创业比例 ０. １３６ ０. １５０ ０. ０９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
（０. ２５６） （０. ２１３） （０. １８６） （０. １５６）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１）

男性母亲创业比例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１０６）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５）

女性母亲创业比例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１５５） （０. １６５） （０. １５７） （０. １３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８）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 ４４. ９７７ ４６. ９６５ ４８. ９６５ ５１. ０３１ ５２. ９６３ ５４. ９６６
（１４. １１６） （１４. １１４） （１４. １１４） （１４. ０７４） （１４. １１３） （１４. １０８）

教育 ７. １３３ ６. ４９５ ７. １４９ ７. １５６ ７. ２６５ ７. ２０７
（４. ４６３） （４. ８３６） （４. ６８１） （４. ７２５） （４. ７７６） （４. ８５９）

婚姻状态 ０. ８７０ ０. ８７５ ０. ８７６ ０. ８７５ ０. ８７５ ０. ８６７
（０. ３３６）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１） （０. ３３９）

家户特征变量

户均住房面积 ｍ２ ３２. ０２５ ３４. ８２９ ３５. ０９５ ３４. ８２６ ３４. ９６３ ３３. ４４３
（２９. ６２３） （３２. ５８３） （３４. ６１２） （３５. ６４１） （３８. ７４８） （３８. ２０４）

赡养比 ０. ２８６ ０. ３１５ ０. ３６０ ０. ３７５ ０. ４０９ ０. ４００
（０. ２７０） （０. ２８２） （０. ３０１） （０. ３１０） （０. ３２２） （０. ３２４）

商业保险支出 ４４４. ２３３ ６８０. ５６２ １１７４. ６７０ １６０７. ９６１ ２２３７. ８３２ ２４９８. ６７９
（２６７４. ７２４） （２７２７. １６６） （４０６９. ６０４） （６１７９. ６４６） （６１８８. ６７３） （６６１５. ６６０）

高流动性资产 ２７１０. ７６２ ７５１３. ７５６ １１４３７. ７２０ １６６６３. ８２０ ２２４２３. ８００ ３０１４６. ８２０
（２０１０９. １１０） （３４２７７. ３１０） （５２８７９. ９２０） （６９８０８. ６４０） （１０９６８４. ６００） （１２０９４４. ６００）

低流动性资产 ４６０５９. ５８０ ５４６７０. ７４０ ６７１４６. ４１０ ８４０３８. ０２０ １３４０６０ １６９６８２. ７００
（１３２５９７. ２００） （１１５５３１） （１４７４７８. ２００） （２２３２２２. １００） （３４８０７４. ４００） （４７７１０４. ４００）

地区特征变量

城镇户籍 ０. ３９５ ０. ４１２ ０. ４４５ ０. ４５７ ０. ４８０ ０. ４７９
（０. ４８９） （０. ４９２） （０. ４９７） （０. ４９８） （０.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人均小额贷款余额 ５７４. ９７４ ６９８. ５８４ ７００. ３５４ ６９３. ８９ ８３９. ２２７ ９５０. ０１２
（５４０. ３５６） （５３４. ９１９） （３７１. ４４４） （３６８. ７５６） （４３８. ２９５） （４７０. ３５５）

地区人均 ＧＤＰ ３１７０５. ９９０ ４０７１５. ９４０ ４７３９３. ７７０ ５１７７３. ４１０ ６０４１３. ８８０ ６５２３８. ０９０
（１５６０６. ５１０） （１７４７７. ０９０） （１９９４１. ９１０） （２３６１８. ２００） （２７５１１. ５５０） （３００４１. ８４０）

东部地区 ０. ３１１ ０. ３１２ ０. ３１３ ０. ３１８ ０. ３２６ ０. ３２５
（０. ４６３） （０. ４６３） （０. ４６４）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９） （０. ４６８）

样本量 １１８１０ １１８１０ １１８１０ １１８１０ １１８１０ １１８１０

　 　 注： 商业保险支出、 流动性资产、 人均小额贷款余额和地区人均 ＧＤＰ 统计单位为万元； 高流动性资产以金融资产净值衡

量， 即金融资产与非住房负债之差； 低流动性资产主要以住房资产净值衡量， 即家庭总住房资产与住房负债之差。 ２０１０ 年数

据中未提供金融资产， 我们根据其他年度的处理方法， 以储蓄存款 （ ｓａｖｉｎｇｓ）、 股票 （ ｓｔｏｃｋ）、 基金 （ ｆｕｎｄｓ） 和别人欠自己家

的钱 （ｄｅｂｉｔ＿ ｏｔｈｅｒ） 之和来衡量。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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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创业行为的 Ｙｉ 属于 ０—１ 二元离散变量， 式 （４） 选择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并拟合得到

平均剂量反应 μ （ ｔ） 和处理效应 Δμ （ ｔ）：

μ（ ｔ） ＝ １
ｎ∑

ｎ

ｉ ＝ １
Φ ｔ ｉ， ｒ^ｉ， ｔ２ｉ ， ｒ^２ｉ ， ｔ ｉ ｒ^ｉ( ) （５）

Δμ（ ｔ） ＝ μ（ ｔ ＋ Δｔ） － μ（ ｔ） （６）
　 　 其中， Δｔ＝ ０. １， 由于同群创业比例 ９０％以上分布在取值区间 ［０， ０. ４］ 偏 ０ 值一端，
为此 ＧＰＳＭ 选择在该区间按照处理强度区分为 ５ 组， 计算倾向得分值并进行匹配。

（２） 同群效应模型。 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效应分为三类： 内生效应、 外生效应 （情境效

应） 以及关联效应［１３］。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Ｅ（ｙ ｜ ｘ， ｚ） ＝ α ＋ βＥ（ｙ ｜ ｘ， ｚ） ＋ Ｅ（ ｚ ｜ ｘ） ′γ ＋ ｘ′δ ＋ ｚ′η （７）

　 　 其中， β 就是同群的样本行为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内生同群效应， 但是同群样本的个

体特征同样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存在影响———外生效应 γ， 最后就是和群体无关的未知因素

（例如制度环境） 对群体行为趋同的影响———关联效应 （也称 “相关效应” ） δ。 当研究者

观察总体的行为分布特征时， 试图推断某群体平均行为影响组成该群体的个体行为， 那么就

会出现 “反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问题， 导致无法准确识别同群效应。 个体行为受到参照组行为

的影响发生变化， 进而产生社会乘数， 即个体行为和同群行为相互影响， 最终扩大同群效

应———经济学所谓的内生性， 无法准确区分群体对个人的影响和个人对群体的影响， 模型中

表现为 Ｅ （ｙ ｜ ｘ， ｚ） 和 Ｅ （ｙ ｜ ｘ） 之间的共线性； 同时， 样本选择问题导致的内生性会导

致混淆同群效应和选择效应， 这两个问题是识别同群效应的难点。

本文将同一社区 ／村的成员划分为同一群体， 分性别的同群效应指标 Ｅｎｔ ｆｋ－ｉ， ｔ 和 Ｅｎｔｍｋ－ｉ， ｔ 使

用除受访个体以外同社区 （或村） 的创业者比例来反映平均创业情况， 为了控制反射问题，
本研究使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同群效应的内生性问题， 并使用个人特征、 家户特征以及地区

特征以控制外生效应和部分相关效应。 具体而言， 给定 ｚ 是样本的个体特征 （包括收入、 职

业、 年龄和婚姻状态等社会经济特征）， ｘ 是样本所参照的同群属性特征 （包括家户特征和

地区特征）。 被解释变量属于二分类 ０—１ 离散变量， 由于普通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无法解决反射问

题， 需要采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对个体进行聚类调整以控制模型中不可观测的群体异质性对估计结

果的干扰。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 创业同群效应的 ＧＰＳＭ 分析

与传统的 ＰＳＭ 类似， ＧＰＳＭ 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协变量来估计产出变量 （创业行为）
的条件期望，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表 １ 中个人和家户特征变量， 匹配出控制组和处理组具有相

同同群创业比例的样本， 识别了同群效应和个体创业概率的因果关系。 首先， 基于 Ｇａｍｍａ
分布的广义线性回归结果， 计算了广义倾向分数并进行匹配， 由于同群创业比例 ９０％以上

分布在取值区间 ［０， ０. ４］， 因此， 处理区间主要划分为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和 １００％共

五组。 其次， 估计处理强度和广义倾向得分值进而构造估计产出变量 （创业行为） 条件期

望的模型， 创业行为属于 ０—１ 型离散变量， 因此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拟合创业的条件期望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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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式 （４） ）， 并计算式 （５） 和式 （６）， 分别得到同群创业比例的平均剂量反应 （图 ２
（ａ） ） 和不同的同群创业比例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处理效应 （图 ２ （ｂ） ）。

图 ２　 同群创业比例的平均剂量反应和处理效应

图 ２ （ａ） 显示， 随着同群创业比例的提高，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剂量反应均呈现倒 “Ｕ”
型关系， 表明个人创业概率先上升后下降。 当同群创业比例取值 ［０， ０. ８］ 时， 给定相同的

同群创业比例， 女性创业概率显著高于男性创业比例； 同群创业比例达到 ８０％以上后， 女

性创业概率显著下降且快于男性。 图 ２ （ｂ） 计算了同群创业比例的增加对个体创业概率影

响的变化， 即处理效应， 从中可以看出同群创业比例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是单调递减的，
当同群创业比例在 ［０， ０. ５］ 区间时， 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是边际递增的， 同群

创业比例低于 ５０％时， 图 ２ （ｂ） 的处理效应大于 ０； 高于 ５０％时， 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

呈边际递减， 图 ２ （ｂ） 的处理效应小于 ０， 表明创业市场存在竞争性均衡， 随着创业数量

逐渐饱和， 行业的利润率下降， 可能对个体创业存在挤出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 研究样本的创业比例在 ４０％以上的样本量不足 １％， 难以保证研究结论

的统计显著性①。 ＧＰＳＭ 可以部分控制选择性偏误以及样本量产生的潜在偏误问题， 但是由

于部分协变量难以满足平衡性检验， 因而这一结论可能仍然存在偏误，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应

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同群效应识别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 以获得更为稳健的结果。
２．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内生性问题

（１）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与工具变量选择。 个体创业行为不仅受到邻里创业行为的影响， 也

可能反向影响邻里创业行为， 即存在 “反射” 问题。 但是从不同世代角度而言， 即使年长

世代创业行为影响年轻世代创业行为， 而从时序上看后者不会影响前者， 因此， 本研究使用

父辈和母辈创业行为作为工具变量。 此外， 已有研究证明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存在差

异的［２８］， 据此将工具变量分为 ４ 个， 包括男性样本父亲的创业率 ｅｆｓｉｔ、 女性样本父亲的创业

率 ｅｆｄｉｔ 、 男性样本母亲的创业率 ｅｍｓｉｔ 和女性样本母亲的创业率 ｅｍｄｉｔ ， 那么个体创业行为不会影

响其邻里成员父母的创业行为， 邻里成员父母的创业行为会通过影响邻里成员间接影响个体

创业。 据此使用上述工具变量进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 第一阶段回归模型使用工具变量对内生

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设定如下：

·１１１·
① 当处理强度 （同群比例） 大于 ０. ４， 回归结果的置信区间显著变宽， 模型有效性和预测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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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 ｆｋ－ｉ， ｔ ＝ λ ｆ
ｆｓｅｆｓｉｔ ＋ λ ｆ

ｆｄｅｆｄｉｔ ＋ λ ｆ
ｍｓｅｍｓｉｔ ＋ λ ｆ

ｍｄｅｍｄ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ｆ
ｉｔ （８）

Ｅｎｔｍｋ－ｉ， ｔ ＝ λｍ
ｆｓ ｅｆｓｉｔ ＋ λｍ

ｆｄｅｆｄｉｔ ＋ λｍ
ｍｓｅｍｓｉｔ ＋ λｍ

ｍｄｅｍｄ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ｍ
ｉｔ （９）

　 　 其中， 式 （９） 表示对女性子样本进行回归， 式 （１０） 表示对男性子样本进行回归。 然

后， 分别应用最大似然法进行第二阶段估计：

Ｐ（Ｙｆ
ｉｔ ＝ １） ＝ Φ α０ ＋ ∑

ｋ ＝ ｆ， ｍ
βｆ
ｋＥｎｔ ｆｋ－ｉ， ｔ ＋ ｘ′δ ＋ ｚ′η ＋ λ ｊ ＋ υｔ( ) （１０）

Ｐ（Ｙｍ
ｉｔ ＝ １） ＝ Φ α０ ＋ ∑

ｋ ＝ ｍ， ｆ
βｍ
ｋ Ｅｎｔｍｋ－ｉ， ｔ ＋ ｘ′δ ＋ ｚ′η ＋ λ ｊ ＋ υｔ( ) （１１）

　 　 其中， Ｙｆ
ｉｔ 和 Ｙｍ

ｉｔ 分别表示样本是否选择创业， βｆ
ｋ 和 βｍ

ｋ 是工具变量回归得到的创业同群效

应， λ ｊ 和 υｔ 分别控制了所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为了避免异方差和组内相关产生的偏误，
以及控制模型中无法观测到的相关效应对同群效应产生的混淆影响， 实际过程中使用聚类到

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２） “行为榜样” 的性别趋同性与内生性问题。 已有研究认为父母影响子女创业的机制

路径主要包括： 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家族企业； 基于父母金融资产的传承， 子女可以以更低

的成本创业； 创业父母可以给子女提供更多的商业人力资本； 创业父母可以传递给子女有效

的职业技术方法和偏好。 这些传承因素意味着子女创业可以降低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２４］。
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创业父母给子女树立了 “行为榜样”， 子女的创业行为更多的是模仿自

己的父母， 而且 “行为榜样” 更多地发生在同性别之间即存在趋同性［３７］， 也即女性更偏好

于模仿女性 “榜样” ———母亲， 男性更偏好于模仿男性 “榜样” ———父亲［２８－２９］。 父母是子

女重要的同群主体， 本文使用父母创业比例来对子女创业比例进行回归。
表 ２ 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父母创业对子女创业的 “行为榜样” 效应， 列 （１）

是女性子样本的同群女性创业比例与其父母创业比例的回归结果， 列 （２） 是女性子样本的

同群男性创业比例与其父母创业比例的回归结果， 对比发现， 母亲创业对女性创业比例的正

向影响更大， 父亲创业对男性创业比例的正向影响更大； 类似地， 列 （３） 是男性子样本的

同群男性创业比例与其父母创业比例的回归结果， 列 （４） 是男性子样本的同群女性创业比

例与其父母创业比例的回归结果， 结论相同。 父母是子女的不同世代的同群， 对子女的影响

较大， 这一结果证明了假设 １， 即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无论是在哪一

组子样本中， 与母亲的创业行为相比， 父亲创业对女性创业影响程度较低， 与父亲的创业行

为相比， 母亲创业对男性创业影响程度较低， 证明了假设 ２， “行为榜样” 存在性别的趋同

性， 即女性创业受母亲行为的影响更大， 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响更大。 据此， 同社

区 ／村中父亲和母亲的创业比例与其子女创业比例 （创业同群效应） 存在因果关系， 满足工

具变量相关性的条件。 与此同时， 所在同社区 ／村的父亲和母亲创业比例只能通过影响样本

父母或者样本同群子女辈 （排除样本自身） 间接影响个体创业， 两者不直接相关， 理论上

满足外生性条件。 经验研究中， 如果工具变量和误差项存在相关性， 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

果是不一致的， 过度识别检验可以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外生。 应用过度识别检验的前提是， 存

在的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内生变量的个数。 当工具变量外生时， 那么只能通过内生变量影响被

解释变量， 而不存在其他途径， 与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和残差项无关， 可以计算工具变量回归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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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 外生变量和工具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如果工具变量的系数不显

著， 意味着对残差项没有解释能力， 则工具变量是满足外生性条件的。 因此， 研究过程中使

用 Ａｍｅｍｉｙａ⁃Ｌｅｅ⁃Ｎｅｗｅｙ （ＡＬＮ） 卡方统计量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

使用 ＡＲ 和 Ｗａｌｄ 统计量识别。

表 ２　 “行为榜样” 的性别趋同性检验

变量

女性子样本 男性子样本

（１）
女性创业比例

（２）
男性创业比例

（３）
男性创业比例

（４）
女性创业比例

男性父亲创业比例 －０. ０１０ ０. ２６４∗∗∗ ０. ２６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女性父亲创业比例 ０. ０１１∗∗∗ ０. １１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男性母亲创业比例 ０. ２４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５∗∗∗ ０. ３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女性母亲创业比例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３．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识别同群效应的性别差异， 首先， 将样本分为女性和男性 （ｋ＝ ｆ， ｍ）， 分别在同社

区 ／村层面统计出各自同群的创业比例， 并将同群效应分解为同群男性创业比例和同群女性

创业比例两个部分， 应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的最大似然估计， 分别使用女性子样本估计了式 （８） 和

式 （１０）， 使用男性子样本估计了式 （９） 和式 （１１）。 回归系数 βｆ
ｋ 和 βｍ

ｋ 反映了创业的同群

效应； 其次， 为了比较和解释女性创业与男性创业的同群效应差异， 进一步通过合并男性和

女性样本进行全样本回归。 表 ３ 给出了回归结果及其边际效应。
（１） 创业同群效应的性别差异分析。 表 ３ 的列 （１） 和 （２） 是女性创业同群效应的第

Ⅱ阶段回归结果和边际效应， 列 （３） 和 （４） 是男性创业同群效应的第Ⅱ阶段回归结果和

边际效应。 第Ⅰ阶段回归结果 （因篇幅原因， 此处略） 均与 “行为榜样” 趋同性检验结论

一致， 作为前定变量的父母创业确实对子女创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母亲创业对女性

同群创业比例的影响大于父亲， 父亲创业对男性同群创业比例的正向影响更大。 边际效应结

果显示， 女性创业比例每提高 １％， 同群女性的平均创业概率提高 １. １％， 男性创业比例每

提高 １％， 同群男性的平均创业概率提高 １％， 同群效应的系数和边际效应均显著大于零，
证明了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Ｈ１）， 创业的同群效应是积极的。 但

是， 男性创业比例对同群女性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女性创业比例对同群男性创业概

率的影响同样不显著， 创业行为不仅存在代际间性别内的 “趋同性”， 在同世代的人群中同

样存在性别内的 “趋同性”， 证明了创业的同群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性创业主要受

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响， 男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 （Ｈ３）。 已有研究

指出， 创业行为的性别趋同性， 是劳动力市场就业性别差异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２９］。
年龄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 “Ｕ” 型变化趋势， 一些研究发现，

当中国劳动力年龄在低于 ５１ 岁时， 创业的概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而当其年龄超过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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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创业同群效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

变量

女性样本 男性样本 总样本

（１）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２）
边际效应

（３）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４）
边际效应

（５）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６）
边际效应

同群女性创业比例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 —

同群男性创业比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０∗∗∗ —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

同群创业比例 — — —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９∗∗∗

— — —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女性∗同群效应 — — —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 — —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女性 — — — — －０. １４０∗∗∗ －０. ０２５∗∗∗

— — —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７）
年龄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教育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已婚 ０. ２５６∗∗∗ ０. ０４０∗∗∗ ０. ２２０∗∗∗ ０. ０４４∗∗∗ ０. ２２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９）
户均住房面积 ｍ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赡养比 ０. １１１ ０. ０１７ ０. １９０∗∗∗ ０. ０３８∗∗∗ ０. １５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８）
商业保险 （对数）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高流动性资产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低流动性资产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城镇户籍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人均小额贷款余额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地区人均 ＧＤＰ ０. １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１１１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９）
常数项 －２. ３５１∗∗∗ — －２. ８１９∗∗∗ — －２. ５７６∗∗∗ —

（０. ３３３） — （０. ２９２） — （０. ２２５） —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４８５０ ２４４１４ ４９２６４
ＡＲ １０７０. ５９∗∗∗ （０. ０００） １１０５. ７７∗∗∗ （０. ０００） ２２７１. ７７∗∗∗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 ９７９. ４０∗∗∗ （０. 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０７∗∗∗ （０. ０００） ２１０９. ８９∗∗∗ （０. ０００）
ＡＬＮ １. ３９７ （０. ４９７） ２. ９９１ （０. ２２４） ５. ５７５ （０. ４７２）

　 　 注：∗∗∗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５１ 岁以后， 个人创业的概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显著减少［２３］。 与已有研究结论类似， 已婚

状态对创业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商业保险支出越高， 就业保障水平越高， 个人创业概

率也越高。 考虑到收入和消费的不稳定性， 本文使用了资产水平来反映家庭财富水平， 并将

其分为高流动性资产和低流动性资产， 结果显示， 虽然高流动性资产对创业没有显著的影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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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但是低流动性资产高， 增强了个人抵押贷款的信用能力， 有利于平均创业概率的提高。
部分协变量对男性创业和女性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如教育能够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 户均

住房面积属于家庭和个人的不动产， 一定程度反映了个人商业贷款的信用和能力， 其提高了

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信贷能力， 对女性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是对男性创业概率没有显

著影响； 赡养比高， 意味着家庭的人口和经济负担更高， 显著提高了男性的平均创业概率，
但是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使用了四个工具变量， 有必要检验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ＡＲ 和 Ｗａｌｄ
统计量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可以拒绝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 意味着所选

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 如果工具变量和误差项存在相关性， 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将是不

一致的， 但是存在的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内生变量的个数， 因此识别要求每一个合理的工具变

量必须满足无关性条件， 不同于连续性被解释变量模型， 二元离散变量模型的检验通常使用

ＡＬＮ 统计量， 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与误差项无关， 该统计量服从 χ２ 分布。 表 ３ 给出了两步法

估计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的 ＡＬＮ 统计量， ｐ 值均大于 １０％， 不能拒绝 “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 的原

假设， 这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
理论上， 同群女性创业比例的提高可以给女性提供行业信息和创业资源的共享， 有利于

女性创业， 但是由于已经存在男性创业优势 （包括资源、 信息以及创业强度）， 对男性创业

的激励作用亦有可能导致性别差异的进一步加剧。 研究已经证明了在同世代的人群中同样存

在性别内的 “趋同性”， 即女性更倾向于受同群女性行为的影响， 男性倾向于受同群男性行

为的影响， 除了同群效应属性的性别差异， 研究进一步比较了女性与男性创业的同群效应大

小的差异。 考虑到分样本回归系数的比较结果受到样本数量和变异性等因素的约束， 研究同

时对不同性别的同群效应进行合并样本分析， 将式 （１０） 和式 （１１） 合并得如下公式：

Ｐ（Ｙｉｔ ＝ １） ＝ Φ（α０ ＋ θ０ ｆｅｍａｌｅ ＋ βｋＥｎｔｋ－ｉ， ｔ ＋ τ０Ｅｎｔｋ－ｉ， ｔ ｆｅｍａｌｅ ＋ ｘ′δ ＋ ｚ′η ＋ λ ｊ ＋ υｔ） （１２）
　 　 考虑到同群效应显著的性别趋同特征， 模型 （１２） 仅将与个体相同性别的群体创业比

例作为同群效应的度量指标， 合并样本加入同群效应和性别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识别了同群效

应的性别差异。 表 ３ 的列 （５） 和 （６） 给出了模型 （１２） 的回归结果， 列 （５） 是关于模

型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 列 （６） 计算了对应的边际效应。 研究显示， 女性的创业概率比男

性低 ２. ５％，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性别虚拟变量与同群效应的交互项系数和边际效应显

著为正， 女性创业的同群效应的边际影响比男性高 ０. ３％， 意味着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正

向影响大于男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同社区 ／村女性创业比例的上升对女性创业概

率的正向影响大于男性， 证明了创业的同群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

的影响大于男性， 即假设 ３ 被证实。 一些性别经济学文献对此的解释是， 女性偏好互助协作

型职业， 而男性偏好相对独立性工作［９，３８］。 这也为样本期中国创业群体中女性比例提高以及

性别差异逐年下降的原因提供了经验证据， 女性创业比例的提高不仅为女性创业树立了

“行为榜样”， 而且为女性创业提供了更多的行业资源和经验， 降低创业的机会成本。
（２） 创业同群效应的分性别边际影响分析。 图 ３ 和表 ４ 分别使用受访样本的同群创业比

例作为同群变量， 进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分性别回归并计算了相应的平均边际效应， 图 ３ 给出了

９５％的置信区间， 所有区间均没有包含 ０ 值， 意味着边际效应的统计显著性。 结果显示，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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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 随着同群创业比例的提高， 对样本个体平均创业概率的影响是递增

的， 且女性群体之间的同群效应大于男性， 当样本所对应的同性别群体创业比例达到 ３０％
时， 同群效应对样本平均创业概率的影响达到最大值， 即同群创业比例每增加 １％， 女性的

平均创业概率约增加 ２. ７％， 男性平均创业概率约增加 ２％， 然后同群效应开始递减， 且在

相同性别之间， 女性群体内的同群效应递减的速度高于男性群体。

图 ３　 创业同群效应的平均边际影响 （９５％ＣＩｓ）

表 ４　 同群创业的平均边际效应

性别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５ ０. ６ ０. ７ ０. ８ ０. ９ １
女性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男性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社区内形成的网络可以通过社会互动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以降低创业成本， 因此同群

效应对个人创业存在积极作用， 但是信息存在饱和性 （或 “天花板效应” ）， 随着同群比例

的提高， 信息产生冗余， 边际价值递减且无效［４８］。 同群的创业比例低于阈值时， 信息外溢

对个人创业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同群创业比例的提高， 信息逐渐饱和， 对个体创业的影响边

际递减。 此外， 社会互动缩短了社会距离， 对同群效应有正向影响， 当个体从事劳动交换等

行为挤占社会互动时间时， 同群效应将会降低。 同时，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 创业市场存在竞

争性均衡， 随着创业数量逐渐饱和， 行业的利润率下降， 可能对个体创业存在挤出效应。 因

此， 同群效应对创业的正向作用具有短期性特征。
综上所述， 女性创业的同群效应显著大于男性， 当同群女性的创业比例在 ［０， ０. ３］ 区

间内时， 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边际效应大于男性， 当同群女性的创业比例大于 ０. ４ 时， 同

群效应递减， 且女性群体内的同群效应递减的速度高于男性群体。 因此， 创业的同群效应存

在非线性特征， 即随着创业比例的提高， 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决策的影响边际递增， 达到一

定的阈值后边际递减， 假设 ４ 得到验证。 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正向影响大于男性， 解释了

样本期创业的性别差异逐年收敛的原因， 由于女性创业比男性更为依赖于来自社会互动的创

业资源， 而同群效应主要通过信息和资源实现其外溢效应， 降低摩擦成本， 提高创业成功的

概率； 另外， 当同时考虑不同性别的同群创业比例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时， 个体创业行为

显著受到相同性别群体创业比例的正向影响， 而不同性别群体的创业比例对个体创业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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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 证明了同群效应存在性别趋同性， 伴随同群效应对创业的积极作用边际递减， 最终

可能导致长期中创业性别差距的固化。

　 　 五、 异质性与稳健性分析

１. 分类型创业异质性分析

全球创业观察组织根据创业动机， 将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 在规模上， 机

会型创业一般大于生存型创业， 前者能更有效地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 在技术与创新水平

上， 生存型创业主要通过模仿来提供产品或服务， 机会型创业的创新性则更强［５０］。 基于

ＣＦＰＳ 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得性， 研究使用员工规模定义其创业类型： 生存型创业主要以小微

型企业为主， 机会型创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国家统

计局修订出台了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２０１７） 》 （国统字 〔２０１７〕 ２１３ 号），
选取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 并结合行业特点制定具体划分标

准， 将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种组织形式的法人企业或单位的规模划分为大型、 中型、 小

型和微型， 各行业主要以从业人员 １００ 人和 ３００ 人为界 （批发零售业除外）， 划分为小型及

以下和大中型企业①。 表 ５ 分别以此作为划分依据， 将低于 １００ 人或者 ３００ 人的企业创业作

为生存型创业， 其余规模的企业创业作为机会型创业， 对比分析了两类创业同群效应的性别

差异。

表 ５　 异质性分析Ⅰ： 创业类型

变量
生存型创业： 小微企业 机会型创业： 中型及以上企业

从业人员＜１００ 从业人员＜３００ 从业人员＞＝ １００ 从业人员＞＝ ３００
女性∗同群效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同群效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女性 －０. １０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８７ ０. ２７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８７ ０. ２７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０７６９ １２３５４ ３４３８ １８５３

　 　 注：∗∗∗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受篇幅限制， 中括号内仅给出了回归系数对应的边际效应。

与机会型创业相比， 生存型创业规模小且进入门槛更低， 信息和技术外溢性强， 学习和

模仿可以有效降低创业者的机会成本， 因此有利于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女性。 已有研究也

指出， 低技能岗位的同群效应更大， 因为这一类行业产出及行为更容易被观测， 而高技能岗

位的同群效应较小［９］。 边际效应结果显示， 企业规模小于 １００ 人的小微企业中， 女性创业的

同群效应比男性高出 ０. ９％， 企业规模小于 ３００ 人的小微企业中， 女性创业的同群效应比男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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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出 ０. ７％， 随着创业规模的提高， 女性创业的同群效应边际递减。 从性别差异的视角来

看， 劳动力市场中男性更加偏好创新性和独立性工作， 其风险更高且收益更大、 信息和技术

门槛更高， 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有限， 因此同群效应在机会型创业中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
２. 分行业创业异质性分析

根据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调查数据， 中国就业人口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采矿业， 建筑业

以及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这几个行业中女性比例仅为 １０％左右， 而女性比例过半的

行业集中于卫生、 教育、 批发与零售、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金融行业。 使用相同的编

码①， 本文统计并对比了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就业的行业性别差异， 结果如图 ４ 所示。 与 ２０１０
年的统计结果相比， 男性仍然在关键的工业生产领域具有显著的就业优势， 从业人员中女性比

例过半的行业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 金融业， 教育，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并且在住

宿和餐饮业以及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中女性的就业比例也开始逐渐超过男性。

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不同行业男性和女性就业人口数量对比

研究将行业分为男性主导型行业和女性主导型行业， 分别进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 分析了

创业同群效应的行业异质性②。 表 ６ 的结果显示， 在以采矿业和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男性主导

性行业中， 女性创业概率比男性低 ６％， 且在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在女性主导型行业中

没有显著性别差异。 同群效应对不同行业的个体创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且女性的同群

效应显著大于男性： 在男性主导性行业中， 女性创业比例增加 １％， 同群女性个体创业的概

率比男性高 ０. ６％， 且在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在女性主导型行业中， 同群效应在统计上

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一结论意味着， 男性主导型行业中女性创业比例的提高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女性的创业概率， 降低了行业间的性别差异， 但是女性主导型行业中， 女性创业比

例更高， 同群效应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证明了同群效应的边际递减特征。

·８１１·

①
②

资料来源： 任莉颖、 李力和马超所编著的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２０１０ 年职业行业编码》。
资料来源： 不包括农业， 因为 ＣＦＰＳ 主要统计的是非农创业， 全部样本中与农林牧渔类相关创业者仅占创业总人数的 ２％。



焦　 娜， 等： 创业的性别差异研究

表 ６　 异质性分析Ⅱ： 行业异质性

变量　 　
男性主导性行业 女性主导性行业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女性∗同群效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同群创业比例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女性 －０. ２２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６）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４６５２ ７６４１

　 　 注：∗∗∗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３． 稳健性检验

中国古典文化中也不乏对同群效应的经典描述， 例如， “孟母三迁” 反映了古人对社

区环境和个人行为的认识， 也意味着源于追踪数据属性的内生性问题， 即除了 “反射”
问题， 个体也不乏因为创业环境或者创业资源迁移到创业率更高的社区， 因而存在样本

自选择问题。 为了证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研究删除了样本期内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发生

过社区迁移的样本， 对原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 表 ７ 给出了分性别样本和合并样本的估计

系数及边际效应。

表 ７　 稳健性分析： 观测期内无迁移行为的样本 （Ｎ＝ ７１０８； Ｔ＝ ６）

变量　 　
女性样本 男性样本 总样本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同群创业比例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女性∗同群效应 — — —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 — —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女性 — — — —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９∗∗

— — —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８）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７３７８ １７１９１ ３４５６９

　 　 注：∗∗∗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性别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创业的同群效应与表 ３ 的回归结

果基本一致， 在控制了个体对创业环境的自选择偏误以后， 同群效应仍然对个人创业概率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总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 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对男性创

业的影响。 一些研究也指出， 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自我

选择问题对同群效应估计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１０］。 据此， 可以认为前面的研究结论是稳

健的。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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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ＣＦＰＳ）， 从同群效应的视角分析了中

国劳动力市场的创业性别差异问题。 应用广义倾向分匹配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证明， 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并且显示出性别差异， 即对男性创业和女

性创业的影响是不同的。 具体而言， 从不同世代的角度来看， 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行为存在

代际传递效应和性别趋同性， 女性创业受母亲行为的影响更大， 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

响更大； 从同世代的角度来看， 女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响， 男性创业主要

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 且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 同群效应对个人创

业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 随同群创业比例的提高， 个体创业概率先递增后递减， 因此， 同

群效应对个人创业的正向作用是短期的。 进一步地分类型创业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生存型企

业规模小且进入门槛低， 有利于信息和技术的外溢， 女性创业的同群效应显著高于男性， 而

机会型创业规模更大， 信息和技术门槛高， 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有限， 因此女性创业的同群

效应与男性并没有显著差异； 分行业创业的异质性分析显示， 在男性主导型行业中， 女性创

业比例较低， 创业的同群效应显著大于男性， 而女性主导型行业中， 女性创业比例相对更

高， 同群效应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虽然创业的同群效应显著， 但是与男性相比没有显著差

异。 考虑到追踪数据属性导致的样本自选择问题， 研究删除了样本期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个

体， 重新估计了模型， 关键结论仍然成立， 这证明了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创业性别差异及其

长期内呈现收敛趋势的原因， 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 同群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

过信息外溢和社会互动实现模仿和学习， 因此持续推动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性， 有利于降低行

业的技术门槛， 例如组织女性参加职业技能和专业管理课程培训， 提升女性劳动者的技术能

力和管理水平， 营造创业的同群环境， 促进技术与信息的交流。 第二， 通过模仿和学习的同

群效应对个人创业的积极作用是短期的， 鼓励女性创业不仅需要营造包容和开放的市场环

境， 也需要加强女性劳动者创新意识的培养。 第三， 宏观层面的性别差异根源于微观层面，
如果社会性别文化和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仍然保守， 那么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也不能达到

应有的效果， 政府应着眼于结构上提高人力资本和行业的匹配度， 通过文化宣传和政策倾

斜， 实现创业性别结构的平衡和有效的社会分工， 从而释放性别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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